
 

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 

———基于改革开放 40年持续调查的数据 

樊 浩 

 

[摘要]2007 年至 2017 年持续 10 年的三轮全国调查、四轮江苏调查所提供的数据流和信息链

及其精神哲学分析表明，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已经形成。文

化共识的要义一言概之：伦理型文化的共识，其核心是关于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

传统的现代中国形态的共识。这一文化共识从三个维度展现。一是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

信：对于伦理道德传统的文化认同与回归期待；对于伦理道德优先地位的文化守望；对于伦理道

德发展的文化信心，它们从传统、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呈现关于伦理型文化的共识。二是“新五

伦”— “新五常”的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文化共识：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个人与社会、

个人与国家的 “新五伦 ”，爱、诚信、责任、公正、宽容的“新五常”，呈现 “伦理上守望传统，

道德上走向现代”的转型轨迹。三是伦理实体的集体理性与伦理精神共识。家庭伦理守望中问题

意识由道德品质向伦理能力的转化、分配公正与社会伦理实体的文化认同、干部道德与国家伦理

实体的认同，形成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的文化共识。这三大共识展现出中国伦理型文

化“认同—转型—发展”的精神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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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 40年的洗礼 ，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  “不惑”之境是什么？

一言蔽之，就是关于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为了揭示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社会大

众伦理道德发展的 “多 ”与 “一 ”、 “变 ”与 “不变 ”的规律 ，自 2007年始 ，

笔者率江苏省 “道德发展高端智库 ”的同仁进行了持续 10年的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大调

查，分别进行了三轮全国调查 （2007年、2013年、2017年）、四轮江苏调查 （2007年、

2013年、2016年、2017年），建立了７卷１２册 1000多万字的 “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数据

库 ”。该调查发现 ，中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在 10年中经过了三期发展 ，呈现 “二元

聚集 —二元分化 —走向共识 ”的精神轨迹 。2007 年 ，改革开放近 30年 ，中国伦理

道德发展逐渐由多元向二元聚集 ，进入重大转折的 “十字路口”；2013年的调查显示 ，

伦理道德的精神状况已经越过十字路口 ，呈现 “多”向 “一”、 “变 ”向 “不变 ”

积累积聚的征兆 ；2016年和 2017年的调查表明，改革开放近 40年来，中国社会大众伦

理道德发展的一些重大共识已经开始生成或已经生成。
①
 我们发现，现代中国社会大众已

                                                           
①
关于 2007 年和 2013 的调查方法及其 “二元聚集—二元分化”的轨迹，分别参见樊浩：《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状况



经形成关于伦理道德发展的三大文化共识：关于伦理型文化的自觉自信的共识；“伦理上守

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的伦理道德转型的共识；以 “伦理优先”实现伦理道德的文化

自立的伦理精神共识。 

一、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在世界文明体系中，中国文化是与宗教型文化比肩而立的伦理型文化，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

国社会大众在激荡和震荡中所形成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共识之一，就是关于伦理道德的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信。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中国伦理道德传统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回归；对现实生

活中伦理道德优先地位的文化守望；对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状况的肯定及其未来发展的文化信心。

这一自觉自信的要义，不仅是关于伦理道德状况的文化共识，而且也是对伦理型文化的现代认同，

是关于伦理型中国文化如何继续在世界文明体系中自立自强的共识。 

（一）对于中国伦理道德传统的文化认同与回归期待 

在任何文明体系中，传统都是建立社会同一性与文化同一性的最重要基础，对于文化传统的

自我认同，是最基本的社会共识，也是其他一切共识的基础。回首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在

一定意义上讲，几乎每次都经历甚至肇始于对以伦理道 

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自我反思与激烈批判。改革开放 40 年，伦理道德是受激荡最巨大和最深刻

的领域之一，近 10 年来中国社会大众的集体意识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

态度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激烈批判悄悄走向认同回归，并逐渐凝聚为社会大众最重要的文化共识之

一。 

对中国伦理道德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回归所释放的第一信号，是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活

主导结构的认知和判断。当问及 “你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生活的主流是什么”时，三次全国调

查呈现的轨迹十分清晰。 

表 1 中国社会道德生活的主流                   （单位：%） 

 国家意识形态中所提

倡的社会主义道德 

中国传统道

德 

西方文化影响而

形成的道德 

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中形成的道德 

2007年全国调查 25.2 20.8 11.7 40.3 

2013年全国调查 18.1 65.1 4.1 11.1 

2017年全国调查 23.7 50.4 8.3 17.5 

 

在上述关于当今中国社会道德生活的中西古今的四维坐标系中，认知和判断呈两极分化：一

极是 “中国传统道德”，这 10 年中的认同度提升了近 １．５倍，表明传统回归的强烈趋向；另

一极是市场经济道德，这 10 年中认同度下降趋势明显。变化较小或相对比较稳定的因素，一是 

                                                                                                                                                                                     
及其精神哲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 ４期；樊浩：《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意识形态期待》，《中国社会

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７期。2017 年的全国与江苏调查由江苏省 “道德发展高端智库”与北京大学国情调查中心合作，

样本量分别为近１５０００份和近７０００份。文中所有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为 2017 年全国调查数据。 

 



“国家意识形态中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三次调查的数据变化很小，2017 年与 2007 年的数据

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二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形成的道德”，2017 年与 2013 年相比虽然数据

翻番，但总体上选择率很小。无疑，这些数据既是事实判断，也是价值判断；不仅是客观现实，

而且也是价值认同，准确地说，社会大众对道德生活的认知判断中渗透了价值期盼，其中 “市场

经济中形成的道德”显然包括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 

这三次调查及其呈现的变化轨迹似乎产生一种信息暗示：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活弥漫着一

种传统气氛，然而它与人们的生活经验、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大众对传统道德的呼唤似乎又相

矛盾。其实这一信息需要立体性诠释。其一，在理念和理论上，我们不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

接等于道德合理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道德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但现实的不一定

都是合理的。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发展层面是一种高效率的体制，它所产生的伦

理道德如平等自由原则、契约精神等也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市场经济本身却存在诸如资本崇拜、

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等深刻道德缺陷，这些缺陷早已被有先见之明的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揭示，

市场经济并不具有先验的道德合法性。正因为如此，中国所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

义”不仅在经济体制上坚持公有制主导，而且包括以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中国优秀道德传统矫正、

扬弃市场经济固有的道德缺陷。其二，在近 10 年来的持续调查中，第一次调查 “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中形成的道德”高居首位，重要原因是这次调查对象中很大部分是大学生，后两次调查严格

按照社会学的抽样方法进行，因而在认知判断方面有所差异。同时，这 10 年中不仅人们对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尤其是对其所派生的道德问题的认识，而且国家意识形态导向也发生重大变化，如主

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认知中对传统道德的呼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正因为如此，“中国传

统道德”与 “国家意识形态中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在后两次调查中都居第一、二位，当然，

“中国革命道德”、“社会主义先进道德”也已经包含其中。
①
其三，这些信息不仅是事实判断，而

且是价值判断，甚至更多是社会大众对道德生活的认知和向往，表征社会心态，因而并不能由此

得出 “中国传统道德已经是当今中国社会主流”的判断。 

于是，准确把握社会大众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文化态度，还需要其他信息提供佐证。“您认为

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和道德风尚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因素是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外

来文化、市场经济三大影响因子中，这 10 年的变化轨迹表明，“传统文化崩坏”的归因不断上升，

2007 年影响最小 （占 １２．０％），2013 年从第三跃居第一 （占３５．６％），2017 年成绝对

第一归因 （达 ４１．２％）。相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致的个人主义 ”的归因不断下降，

2007 年是绝对第一因素 （占５５．４％），2013 年成第二因素 （占 30．３％），2017 年下降为

最小影响因子 （占１１．３％）。两大因子上升和下降的幅度都是几何级数。 “外来文化冲击”

是其中相对比较稳定的因素。这一信息与表１完全一致，彼此形成一个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信

息链，证成关于伦理道德传统的文化回归的事实判断与价值期盼，它表明，对中国伦理道德传统

                                                           
①
根据调查手册，调查员在调查提示时，将 “市场经济道德 ”解释为如 “通过契约获利”，将 “社会主义道德”解释

为如集体主义，将 “传统道德”解释为如 “推己及人”，“西方道德”解释为 “个人权利”等。 

 



认同和回归的呼唤，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大众最为强烈和深刻的文化共识之一。 

       表 2 “如果发生利益冲突，你会选择哪种途径解决？”       （单位：%） 

 家庭成员之间 朋友之间 同事之间 商业伙伴之间 

 2013年 2017年 2013年 2017年 2013年 2017年 2013年 2017年 

诉诸法律，打官

司 

0.6 1.1 1.2 1.8 2.7 2.9 34.8 31.0 

直接找对方沟通

或通过第三方调

解 

64.6 62.7 75.7 75.5 73.9 73.7 55.4 58.9 

能忍则忍 34.8 31.9 23.1 19.9 11.7 9.8 9.8 10.1 

 

（二）对于伦理道德优先地位的文化守望 

伦理道德在现代中国社会大众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到底具有何种文化地位？这是关于伦

理道德文化自觉的现实确证。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最大特点是伦理道德对于个人安身立命

和社会生活的特殊意义，呈现伦理型文化的特征。这种“伦理型文化”有两个参照，一是与西方

宗教型文化相对应，伦理道德而不是宗教成为精神世界的顶层设计和终极关怀；二是与西方法治

主义传统相对应，伦理道德而不是法律成为共同生活和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伦理型文化当然不

排斥宗教与法律，但伦理道德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某种文化替代的意义，在价值序位中具有某

种优先地位。经过改革开放 40年来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在伦理道德与宗 

教、法律的关系方面，社会大众是否形成新的文化共识？我们的调查发现，中国社会大众依然坚

守对伦理道德优先地位的伦理型文化守望，关于宗教信仰状况和处理人际冲突的调节手段的调查

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参照性很强并体现文化共识的重要信息。 

面对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宗教是现代中国社会的敏感问题。当今中国社会大众的宗教

信仰状况到底如何？我们的调查发现，有宗教信仰的人不仅是绝对少数，而且呈下降趋势。2007

年、2013 年、2017 年三次全国调查中有宗教信仰的人口占调查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１８．６％、

１１．５％、８．５％。其中 2007 年与后两次调查数据差异较大，因为这次调查主要在江苏和广

西、新疆采样，并且江苏与广西、新疆的样本量相同，后两个地区系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因而

有宗教信仰人群的比例相对较高。这一数据及其变化曲线可能与当今中国社会潜在的那种令人担

忧的 “宗教热”感受相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１）当前中国社会大众的宗教感和宗教情愫

也许正在悄悄升温，但如果他们在调查中不能坦然宣示和承认，那也只是一种情愫，并没有真正

成为安身立命的信仰； 

一些对当今中国社会具有显示度和影响力的人群如大学生和出国留学人员的信教比重也许在

增加，但以上数据是严谨调查得出的抽样结果，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史已经证明，如果宗教只是在

少数精英中传播而不能成为普罗大众的信仰和生活方式，那就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２）中华文

明的根本特点不是 “无宗教”，而是 “不宗教”。在中华文明史上宗教从来没有缺场，既有本土



的道教，又有后来传入并广泛传播的佛教，然而中华民族最终却没有走向宗教的道路，其根本原

因在于其有强大的伦理道德传统。事实证明，“有宗教”而 “不宗教”才是传统文化的 “中国气

派”。伦理型文化之 “伦理型”，不只是相对于精神生活中的宗教，也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法制。

我们的调查发现，中国社会大众有自己的文化坚守，而且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进程中形成越来越大

的文化共识。从 2007 年始，我们都持续追问同一个问题：“如果发生重大利益冲突，你会首先选

择哪种途径解决？”结果发现，伦理道德一如既往是首选。2007 年的全国调查从总体上设计问卷，

得到的信息是： “直接找对方沟通”的占４９．３％， “通过第三方调解”的占 ２９．６％， 

“诉诸法律打官司”的占１８．１％，“沟通”和 “调解”的伦理路径是绝对首选。2013 年与

2017 年的全国调查中，我们对问卷作了某种改进，将利益冲突的对象区分为四种关系，并且增加

了“能忍则忍”的道德路径的选项 （参见表 ２）。调查结果发现，在家庭成员、朋友、同事之间，

“沟通”和 “调解”的伦理路径是绝对选项，其次是选择 “能忍则忍”的道德路径，“诉诸法律”

的选项都不到 ３％。即使在商业伙伴之间，伦理路径依然是首选，只是法律手段的权重大幅增加，

成为第二选项。可见，伦理、道德、法律之情—理—法三位一体的价值序位，依然是高度文化共

识和文化守望。 

（三）对于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信心 

我们的调查发现，当今中国社会大众对伦理道德现状满意度较高并且持续上升，对伦理道德

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但对伦理道德本身却保持紧张和警惕的文化心态，呈现出伦理型文化的

典型气质。 

在 2007 年的调查中，受访对象对道德风尚和伦理关系状况，满意或基本满意的占７５．０％，

不满意的占１９．４％。2013 年、2017 年的调查对道德状况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即伦理与道德，以

及它们满意与不满意的强度作了区分。 

表 3 对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状况的总体满意程度              （单位：%）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比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2013年全国调查 2.1 33.7 41.5 19.0 3.8 

2017年全国调查 6.9 66.7 未设选项 23.7 2.6 

 

                  表 4 对当前我国社会人际关系状况的总体满意程度         （单位：%）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比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2013年全国调查 2.3 35.1 45.0 15.5 2.1 

2017年全国调查 6.0 67.8 未设选项 24.3 2.6 

 

如果进行质的考察，可以发现，在三次调查中对道德风尚和伦理关系状况满意度都在７５％

左右，不满意度都在２５％左右，但 “非常满意”和 “比较不满意”都有明显提高。而且后两

次调查中道德状况与人际关系状况的满意度与不满意度都基本持平，说明伦理与道德的发展比较

平衡。由于 2013年的调查设计了 “一般”的模糊选项，所以与 2017年比较可能存在某种变量。 



道德与幸福的关系即所谓善恶因果律，既是社会合理与社会公正的 “显示器”，也是伦理道

德的信念基础。善恶因果律的实现程度和信念坚定指数，既表征社会公正，也表征伦理道德对现

实生活的终极关怀及其文化力量，因而是伦理道德和伦理型文化最重要的客观基础和信念前提。

“你认为当今中国社会道德与幸福是否一致？”持续调查得到以下数据： 

表 5 道德与幸福关系状况                      （单位：%） 

 能够一致 不一致 没有关系 

2007 年全国调查 49.9 32.8 16.6 

2017 年全国调查 67.9 23.8 8.3 

 

数据显示，这 10 年之间，道德与幸福关系的一致度提高了近２０个百分点，不一致程度下降

了近 10 个百分点，认为二者没有关系的信念和信心缺场的选择频数下降了一半。我们的结论是：

当代中国社会在善恶因果律的道德规律实现程度，以及社会大众的善恶因果的道德信念方面，不

仅得到很大提升，而且形成高度共识。正因为如此，社会大众对伦理道德未来发展的信心指数很

高。在 2017 年关于 “你觉得今后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会变成怎样”的调查中，７１．２％的受

访者认为 “将越来越好”，10．７％的受访者认为 “不变”，只有５．６％的受访者觉得会 “越

来越差”，信心指数或乐观指数超过７０％。 

（四）伦理型文化认同与回归的共识 

综上所述，传统认同—文化守望—信念信心，构成连接历史、现实、未来的数据流和信息链，

展现出中国社会大众关于伦理道德的自觉自信的文化共识，复原出伦理型文化的精神图像，由此

可以哲学地回应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诸多重大理论前沿和现实难题。 

第一，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2007—2017 年的 10 年轨迹已经表明，传统道

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不是机械 “决定论”而是 “生态相适应”，中国传统道德必

须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在与中国伦理道德传统

的辩证互动中建立自己的现实合理性与文化合法性。对中国伦理道德传统的认同，本质上是体现

伦理型文化的精神气质的共识，因为只有伦理型文化才会对伦理道德及其传统倾注如此强烈而持

久的文化关切并最终回归文化认同的共识。 

第二，关于宗教和伦理的关系以及应对宗教挑战的文化战略和文化信心问题。我们的调查表

明，虽然现代中国社会在全球化进程中遭遇日益严峻的宗教挑战，但社会大众的文化共识和文化

气派依然是 “不宗教”。 “不宗教”的秘密在哪里？底气从何而来？就是因为中国文明有着自身

固有的传统——— “有伦理”。梁漱溟在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便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密码： “伦理

有宗教之用”； “以道德代宗教”。
①
据此，当今中国应对宗教挑战的能动战略，便不是拒宗教于

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而是伦理道德的能动建构，以伦理道德为个体安身立命也为社会生活提供

精神家园和终极关怀。只要创造和提供充沛而强大的伦理道德的精神供给，中国文化的现代和未

来也一定是 “不宗教”。这就是伦理型文化的 “中国气派”。 

                                                           
①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８５、９５页。 



第三，关于善恶因果律。善恶因果律即道德与幸福的关系是人类文明的终极追求和顶层设计，

它不仅是信念基础，而且是文化基石。我们的调查发现，社会大众与其说对善恶因果的社会现实

具有很高的认同度，毋宁说在文化信念和文化信心方面具有高度的文化共识，因为善恶因果律与

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信念。在现实生活中，善恶因果律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实现，但社

会大众依然坚守这一文化信念并努力使之成为现实，由此伦理道德便不仅成为批判世界而且也是

创造世界的精神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社会大众关于道德与幸福关系的高度共识，不仅

是对生活世界的肯定，而且也是文化信念和文化信心的表达，是伦理型文化的典型气质。 

二、“新五伦”与 “新五常”：伦理—道德转型的文化共识 

伦理范型和基德母德是伦理道德的核心。自 2007 年始，三次全国调查、四次江苏调查都对当

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进行跟踪。调查发现，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社会大众在

伦理道德领域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共识，便是“新五伦”和 “新五常”。
①
多次调查中虽然很

多信息因时间和对象的不同而有较大变化，但社会大众所认同的五种最重要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

范，即所谓 “新五伦”和 “新五常”却相对稳定，由此可以推断，现代中国社会关于伦理道德

的核心价值已经生成。“新五伦”与 “新五常”既是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核心共识，也是关

于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文化共识，是伦理型文化的现代表达，内蕴深刻的精神哲学意义。 

（一）“新五伦”及其哲学要义 

现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伦理关系是哪些？“新五伦”是什么？三次全国调查、两次江苏独立

调查，
②
 五次调查提供的信息惊人相似。排列前三位的都是家庭血缘关系，并且排序完全相同：

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第四位、第五位在共识之中存在差异，朋友、个人与国家、个人与

社会的关系是共同因子，但位序有所不同。 

表 6 “新五伦” 

 第一伦 第二伦 第三伦 第四伦 第五伦 

2007年全国调查 父母子女 夫妻 兄弟姐妹 同事同学 朋友 

 

 

2013年全国调查 父母子女 

 

 

夫妻 

 

 

兄弟姐妹 

 

 

个人与社会 

 

个人与国家（第六轮：

朋友） 

 

2017年全国调查 父母子女 

 

夫妻 

 

兄弟姐妹 

 

朋友 

个人与社会（第六轮：

个人与国家） 

 

2013年江苏调查 父母子女 

 

夫妻 

 

兄弟姐妹 

 

个人与国家 

朋友（第六轮：个人与

社会） 

 

2016年江苏调查 父母子女 

 

夫妻 

 

兄弟姐妹 

 

朋友 

个人与社会（第六轮：

个人与国家） 

                                                           
①
传统伦理道德以 “五伦”为伦理范型、 “五常”为基德母德， “五伦”与 “五常”不仅是中国话语而且是中国理论，由

此我们的调查便致力揭示 “新五伦”和 “新五常”。 

②
 2013 年、2017 年的江苏调查与全国调查同步，故不作特别说明，但结果与当年全国调查相同。 



 

“新五伦”共识中虽然存在某些不确定因素，但可以肯定并得出的结论是：家庭血缘关系在

现代中国的伦理关系中依然处于绝对优先对位，社会大众对它们的共识在质的认同和量的排序方

面都完全一致，可以说这是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 “绝对共识”。后两伦或后三伦虽然在排序

方面有所差异，但要素基本相同，其情形也部分回应了中国台湾地区学者所提出的关于 “新六伦”

的设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五伦”不仅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伦理关系，而且是其他伦理关系乃至

社会关系的范型。在现代社会转型中，传统的 “君臣”关系已经转换为 “个人与国家”关系，

“五伦”之外的新的伦理关系，便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亦即海外有学者提出的所谓“人群”关

系，它在广义上也包括朋友关系和同事同学关系等。 “新五伦”所释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两大共

识：一是家庭伦理关系的最大和最普遍共识，二是关于 “新五伦”或 “新六伦”要素的共识。

它表明，现代中国关于伦理范型的文化共识已经形成，区别只在于：前三伦是绝对共识，后两伦

或后三伦在位序变化中表现出某种多样性。第一个共识表明现代中国文化依然是伦理型文化，因

为家庭血缘关系依然是伦理关系的自然基础、神圣根源和策源地；第二个共识表明传统伦理型文

化正处于现代转型中，转型的两个新元素是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二）“新五常”及其文化变迁 

“五常”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关于道德的核心价值。自轴心时代始，中国传统道德所倡导的德

目虽然很多，然而自孟子提出 “四德”，董仲舒建立 “五常”之后， “仁义礼智信”便成为中

国文化最重要的道德共识，即便在由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中，“五常”之德也在相当程度上被承

认，人们所集中批判的往往是它们的异化而形成的伪善，而不是五常之德本身。改革开放 40 年，

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大众认同的五种德性即 “新五常”是什么？我

们的调查进行了持续跟踪。
①
 

表 7 “新五常” 

 第一德性 第二德性 第三德性 第四德性 第五德性 

2007年全国调

查 

爱 诚信 责任 正义 （公

正） 

宽容 

2013年全国调

查 

爱 诚信 公正 （正

义） 

孝敬 

责任 

2017年全国调

查 

爱 诚信 责任 公正 （正

义） 

孝敬 

2013年江苏调

查 

爱 诚信 诚信 正义 （公

正） 

宽容 

2016年江苏调

查 

爱 诚信 公正 （正

义） 

诚信 宽容 

 

                                                           
①三次全国调查中，2013 年对 “新五常”的调查采用开放的方法，由受查对象说出五个最重要的德性，表中 2013

年的信息是根据开放题归类整理的结果。 



五次调查的信息表明，虽然 “五常”之德排序上有所差异，但传递一个强烈信息：现代中国

社会大众关于最重要的德性即所谓 “新五常”的价值共识正在生成或已经形成。综合以上信息，

“爱”（包括仁爱、友爱、博爱）是第一德性；“诚信”是第二德性，“责任”是第三德性，“公正”

或正义是第四德性，“宽容、孝敬”可以并列为第五德性，但考虑到问卷设计的差异，除 2007 年

的问卷中没有 “孝敬”一德的选项外，其余几次调查都有该选项，结合诸德性之间的重叠交叉，

第五德性可能以“宽容”更为合宜。由此，“新五常”便可以表述为：爱、诚信、责任、公正、宽

容。 

（三）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文化共识 

“新五伦”— “新五常”既演绎伦理—道德转型的文化轨迹，也演绎伦理—道德一体的哲学

共识，是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基本文化共识。 

“新五伦”与 “新五常”呈现改革开放进程中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特殊文化轨迹。“新五伦”

中所变化的实际上只是在传统五伦中被人格化的两种关系，即君臣关系和朋友关系，它们被普遍

化为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 2007 年的调查中朋友关系是第四伦，然而在之后的调查

中，当出现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等整体性表述的选项时， “朋友”、 “同事同学”等才被个

人与社会关系所涵盖和替代。“新五伦”中前三伦都与传统相通，后两伦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交切之

中，传统要素的含量占五分之三即６０％；与之对应， “新五常”中，只有 “爱”、 “诚信”

勉强可以说属于传统德目，其他三德即公正、责任、宽容，都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蜕变率达

到６０％，这说明 “新五常”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不仅在具体内容而且在结构元素方面已经越过

拐点。由此便可以对以往研究中的一个理论假设再次确认并作出结论：以 “新五伦”与 “新五

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文化轨迹，是 “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这种转

型轨迹借用朱熹哲学的话语即所谓 “同行异情”。伦理转型与道德转型 “同行”，但行进的文化

方向却 “异情”。
①
 在伦理与道德的现代发展中，“伦理上守望传统”，其主流趋向是 “变”中求 

“不变”，基础是对家庭的伦理守望；“道德上走向现代”，其主流趋向是 “变”，是在问题意识驱

动下走向现代，两种趋向展现伦理与道德现代转型的不同轨迹。“同行异情”的转型轨迹，使改革

开放进程中伦理道德发展内在传统与现代的结构性文化纠结。 

“新五伦”— “新五常”及其转型轨迹，可以诠释和回应三个具有哲学意义的前沿问题。 

其一，家庭伦理的文化地位与伦理型文化的关系。 “新五伦”显示两个重要信息：家庭在现

代伦理关系中依然具有绝对地位；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伦理地位在 “新五伦”中不稳定。这两个信

息都与伦理型文化的基色深切相关。梁漱溟断言，“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②
伦理本位并不是 

“家族本位”，而是说 “伦理首重家庭 ”，“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扩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
③
 

在他看来，家庭的特殊伦理地位源于社团生活的缺乏，“家庭诚非中国人所独有，而以缺乏集团生

活，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轻松若无物，家庭关系就自然特别显著出来了。”
④
根据梁漱溟的理论，家

                                                           
①
参见樊浩：《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文化轨迹及其精神图像》，《哲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②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７７页。 

③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８０、８１页。 

④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７７页。 



庭的根源地位和社团生活的缺乏互为因果，导致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与伦理型文化。不难发现，

这两大因子在 “新五伦”中依然存在。虽然当今中国究竟多大程度上以家庭为伦理范型而组织社

会有待进一步考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家庭的绝对地位为伦理型文化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而个

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在 “新五伦”中的不稳定性又使之成为必需。二者相互诠释，从可能与现实

两个维度支持关于现代中国文化依然是伦理型文化的假设。 

其二，“不宗教”的伦理基础。“新五伦”中家庭伦理的绝对地位为现代中国社会的 “不宗教”

提供了重要文化条件。上文已经指出，中国文化的 “不宗教”是因为“有伦理”，其自然和直接

基础就是家庭， “不宗教”— “有伦理”—家庭的绝对伦理地位，形成某种具有因果关联的互

释系统。“中国之家庭伦理，所以成一宗教替代品者，亦即为它融合人我泯忘躯壳，虽不离现实而

拓远一步，使人从较深较大处寻取人生意义。” 
①
现代中国 “不宗教”的文化竞争力在于伦理，

尤其在于家庭伦理，“新五伦”再现了这一中国文化密码，也为现代和未来中国的 “不宗教”提

供了一种文化信心。 

其三，问题意识与道德发展。显而易见，“新五常”更多是指向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

很大程度上是治疗 “道德病人”所需要的德性。以下调研数据可以部分佐证。“你认为下列现象

的严重程度如何？”2017 年的全国调查中选择 “严重”或 “比较严重”两项总和的排序依次是：

缺乏信任，社会安全度低 （５３．３％）；自私自利，损人利己 （４９．０％）；诚信缺乏，不

讲信用 （４８．６％）；人际关系冷漠，见危不救 （４８．０％）；社会缺乏公正心和正义感 

（４７．１％）；坑蒙拐骗 （４１．１％）。这些判断可能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在切身体验之外也

可能受网络媒体 “坏新闻效应”影响，但从中不难发现 “新五常”的 “问题意识”指向，如：

“爱”针对 “缺乏信任”、“人际冷漠”，“诚信”针对 “诚信缺失”、“坑蒙拐骗”，“正义”针对 

“缺乏公正心与正义感”，“责任”针对 “自私自利”，等等。虽然没有足够的理由断定 “新五常”

只是出于问题意识，但可以肯定它们相当程度上指向改革开放进程中存在的诸多伦理道德问题，

也说明道德作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如果关于基德

母德的认同只是出于问题意识，那么伦理道德的文明功能便只是一种 “精神医生”，遵循老子所

批评的那种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

德经》）的 “缺德补德”的逻辑。道德的本性是超越，是个体通过 “德”的主体建构与 “道”

同一，从而超越有限达到无限的过程，这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人类觉悟的文明真谛。

道德和道德规范不是 “药物”，而是人的行为的价值指引，是个体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而且基

德母德应当是一个有机的价值体系，以满足个体安身立命和社会生活的需要。依此，“新五常”的

价值共识还期待一场新的文化觉悟，也期待一次自觉的理论建构。 

三、伦理实体发展的集体理性与伦理精神共识 

伦理型中国文化之所以特立于世界文明数千年，与宗教型文化平分秋色，重要文明密码在于

它建构并不断发展了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独特气派，形成一种以伦理实体的集体理性为

重心的伦理精神传统。调查发现，改革开放 40 年，一种新的伦理精神共识正在生成，其要义有三。

                                                           
①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８７页。 



一是伦理认同，尤其是对伦理实体的认同；二是伦理忧患，以道德批判和道德发展保卫伦理存在，

捍卫伦理实体；三是伦理建构，在文化宽容中建构新的伦理实体。可以说，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道

德发展是伦理精神共识生成的过程，它在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中得到集中体现，是改

革开放 40年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文化共识。 

（一）“伦理谱系”与问题意识的转换 

家庭、社会、国家是生活世界中的三大伦理实体，它们辩证互动构成人的伦理生活、伦理精

神和伦理世界的体系。家庭是自然的或直接的伦理实体，社会与国家是现实的或通过教化所建构

的伦理实体。家庭伦理实体的核心问题是婚姻关系和代际关系，社会伦理实体的核心问题是财富

普遍性，国家伦理实体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公共性。财富的普遍性和国家权力的公共性，是生活世

界中伦理存在的两种基本形态，是社会与国家成为伦理性存在或伦理实体的两大基本条件。如何

应对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并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历来都是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国

伦理道德的难题。中国伦理道德的最大文明贡献，就是在精神世界和价值世界中建立了三者一体

贯通的哲学体系和人文精神，但也遭遇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殊挑战，最根本的挑战就是家庭在文

明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对财富伦理和权力伦理的深刻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伦理道德就是

关于个体与三大伦理实体、关于三大伦理实体之间辩证互动关系的集体理性、忧患意识，以及作

为其理论自觉的精神哲学体系。 

无论在生活世界还是精神世界的意义上，改革开放伊始就表现出对家庭的某种伦理亲和与伦

理回归，但随着集体理性和文化忧患意识中对家庭伦理紧张的缓解甚至消解，日益突显比西方世

界更为严峻的新挑战，聚焦点就是社会生活中的财富伦理、国家生活中的权力伦理与家庭伦理的

关系问题，财富普遍性与权力公共性日益成为深刻的伦理难题。于是，不仅家庭、社会、国家的

三大伦理实体的关系出现新课题，而且财富伦理与权力伦理也出现新难题。因为在中国，即便是

个人主义也表现出与西方不同的形式，家庭本位的传统使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家庭个人主义的倾

向；财富的分配不公，相当程度上是家庭财富而不只是个人财富的分配不公；权力腐败很多情况

下不是孽生于对个人财富而是对家庭财富的追逐放纵。于是，无论改革开放中伦理道德的 “中国

问题”，还是社会大众的 “中国问题意识”，一开始便都聚焦于三大领域：家庭伦理、财富伦理和

权力伦理。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仅问题式和忧患的强度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它们在集

体理性中的地位也发生重大位移，新的问题意识正在生成。 

在 2007 年和 2013 年的调查中，分配不公与干部腐败都是位于前两位的文化忧患或伦理道德

问题。 

表８ 对中国社会最担忧的问题
①
 

 第一位 第二位 

2007年全国调查（%） 分配不公，两极分化（38.2） 腐败不能根治（33.8） 

2013年全国调查 干部贪污受贿，以权谋私（3.93） 分配不公，贫富悬殊（3.89） 

 

                                                           
① 2013 年的调查对这一数据的统计采用均值而不是百分比的方法 。 



然而，2017 年的全国调查发现，社会大众的问题意识发生结构性改变。 “对中国社会，你 

最 担 忧 的 问 题 是 什 么？” 排 列 前 五 的 依 次 是：腐 败 不 能 根 治 （占３

９．５％）；生态环境恶化 （占 ３８．６％）；老无所养，未来没有把握 （占 ２７．２％）；生

活水平下降 （占２２．４％）；分配不公，两极分化 （占１８．３％）。 

综合三次调查数据，“腐败问题”两次居首位，一次居第二位；“分配不公”前两次都位于第

一或第二位，但在第三次调查中处于第五位。在社会大众的问题意识或忧患意识中，“分配不公”

问题的地位已 “变”，而 “腐败问题”则是 “变”中之“不变”，“中国问题”和 “中国问题意

识”发生了重大变化，生态问题和家庭问题成为位于分配问题之前的伦理忧患。导致变化的原因

可能有几方面。一是伦理道德本身的变化，或者分配不公的问题得到部分解决或缓解，或者社会

大众对于分配差距的伦理承受力发生变化；二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大众期待的变化，生态问题日益

突显，老龄化进程中老有所养和未来生活安全成为日益紧迫的 “中国问题”，国家发展理念中关

于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以及 “五位一体”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已经体现了这种变化。

问题意识的位移体现 “伦理谱系”的变化，即在问题意识中，伦理忧患的谱系由原有的 “国家

—社会—家庭 ”转换为 “国家—生态—家庭—社会”，这是伦理精神共识的重要时代推进。 

可见，改革开放 40 年，社会大众的忧患意识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与此相对应，伦理精神共识

演进的基本趋向是两大转化：集体理性中道德意识向伦理意识转化；忧患意识中道德品质忧患向

伦理能力忧患转化。“变”中之 “不变”是：社会大众依然秉持伦理型文化的基因，一如既往地

保持关于伦理道德的高度忧患意识，尤其对伦理实体中的伦理存在保持高度的文化关切和文化紧

张，伦理实体的新形态在文化宽容中得到发展。 

（二）家庭伦理的文化守望 

按照黑格尔的理论，家庭是直接的自然的伦理实体，然而对中国伦理型文化来说，家庭还是

整个文明的基础和神圣性根源。由此，关于家庭的伦理共识便聚焦于两方面：家庭是否依然 “直

接”和 “自然”？家庭是否依然可能成为伦理策源地和神圣性根源？ 

家庭在现代中国伦理中的本位地位及其文化共识已经在 “新五伦”中被确证，这是当今中国

社会所达成的最大共识之一，它为现代中国的伦理型文化提供了最重要的事实和价值基础。改革

开放邂逅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女邂逅老龄化问题，当今中国社会关于家庭伦理形成何种文化共

识？调查显示：以伦理忧患为表达方式的文化共识正在生成，聚焦点是家庭伦理形态、家庭伦理

能力和家庭伦理风险，共识的主题词是 “文化宽容”。具体地说，对家庭伦理形态的变迁采取宽

容态度，对正在和可能遭遇的家庭伦理风险已有集体自觉，忧患意识由道德品质向伦理能力转化。 

“现代家庭关系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什么？”2007 年、2017 年的调查都在众多选项中限选

两项，虽对象和方法有所不同，但所获得信息的伦理结构基本相同，代际关系第一，婚姻关系第

二。2007 年的排序是： “子女尤其独生子女缺乏责任感”（占５０．１％）；“婚姻关系不稳定，

两性过度开放”（占４２．３％）；“代沟严重，价值观对立”（占３６．２％）； “子女不孝敬父

母” （占 ２６．２％）。2017 年的调查将问题细化，尤其将主观品质与客观能力相区分，依次是：

“独生子女难以承担养老责任，老无所养”（占２８．８％）；“代沟严重，父母与子女之间难以沟



通”（占２８．１％）；“婚姻不稳定，年轻人缺乏守护婚姻的能力” （占 ２４．３％）； “子女

尤其独生子女缺乏责任感，孝道意识薄弱”（占１８．５％）。
①
 

这 10 年中关于家庭伦理集体意识问题轨迹的最大变化，是由主观伦理意识向客观伦理能力、

由道德批评向伦理忧患的演进。第一忧患由 2007 年的 “子女缺乏责任感”的道德品质，转换为

2017 年 “独生子女难以承担养老责任”的伦理能力； “婚姻不稳定”也不只是价值观上的 “过

度开放”，而且是 “守护婚姻”的能力。 “问题式”转换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独生子女与老龄

化问题的邂逅，使中国社会不仅在文化价值上 “超载”即孝道的文化供给不足，而且在伦理能力

即行孝的能力方面“超载”；二是社会急剧变化，代际之间的文化断裂加大，文化对峙加剧；三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消解伦理的实体性，社会伦理能力式微。2017 年的调查显示，关于

家庭伦理的文化忧患，各年龄群体和城乡群体之间共识度较高，差异的规律性较明显：受访对象

的年龄越大，对养老能力、孝道意识两大问题的忧患度越大，最大差异度分别为９个百分点和５

个百分点；受访对象年龄越轻，对代沟严重、婚姻能力两大问题的忧患度越大，最大差异度分别

为６个百分点和３个百分点。与之对应，城乡群体之间的共识度最高，以上４个数据的差异度大

都在１个百分点左右，说明它们已经是一种社会性共识。 

总体上 ，当今中国家庭幸福感较强 ，根据 2017 年的全国调查 ，认为  “幸福 ” “比较

幸福”的占比达到 ８８．３％。但是家庭伦理的问题意识由 “独生子女缺乏责任感”、“孝道意

识薄弱”的道德品质忧患 ，向 “老无所养 ，独生子女难以承担养老责任”的转化 ，释放出家

庭伦理承载力 “超载”、家庭伦理安全和伦理风险的危机信号 ，将导致家庭的伦理魅力度和伦理

功能的弱化 。“问题式”的这种转换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诠释为代际之间的伦理理解和伦理和解，

因为伦理能力的归因是对道德品质缺陷的某种辩护 。其中 “独生子女难以承担养老责任 ”毋宁

应当被看作是独生子女时代父母一代的某种悲壮的伦理退出，由于家庭伦理能力的局限，他们部

分甚至彻底地放弃对 “独一代”孝道的道德诉求与道德追究 。在伦理型中国文化中 ，家庭承担

终极关怀的伦理使命 ，这种终极关怀包括生活世界的 “老有所养”和精神世界对生命不朽的超

越性诉求 ，一方面家庭提供老有所养的自然伦理安全，另一方面在血缘延绵中个体生命获得永恒

的超越性意义，由此入世的伦理才可以与出世的宗教相抗衡。独生子女邂逅老龄化将家庭抛入空

前的伦理风险之中 ，也许 “子女缺乏责任感”可以通过道德教化缓解 ，但 “独生子女难以承

担养老责任”却是家庭伦理功能的重大蜕变 ，它将大大削弱家庭的伦理魅力度 ，并因其难以承

担作为终极关怀的伦理使命，最终动摇家庭作为伦理型文化基础的意义，存在巨大的文化风险。

因为，如果家庭难以提供终极关怀，社会大众就可能到宗教那里寻找文化替代，例如，一定范围

内存在的老龄信教群体的激增，应与这一文化风险深度相关 。“第一问题”的位移 ，昭示老龄化

社会所面临的严峻伦理挑战，也许社会可能逐渐承担养老的责任，但对家庭终极关怀的失落所导

致的文化后果与伦理风险必须有充分的集体自觉。 

（三）分配公正与社会伦理实体的文化认同 

财富在何种意义上是伦理问题，是何种伦理问题？一言蔽之，财富是社会领域和社会生活中

                                                           
① 2017 年调查中，“只有一个孩子，对家庭未来没有把握” （占 ２２．１％）排位第四，但因与 “独生子女难以承担
养老责任，老无所养” （占 ２８．８％）的选项存在交叉重叠之处，故舍去。 



的伦理存在，分配公正是社会作为伦理实体的客观基础。财富和财富分配既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也是一个伦理学和法哲学问题，遵循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双重逻辑。经济学的逻辑是效率，伦理学

的逻辑是公平或公正。改革开放通过变革“一大二公”的传统经济体制，以利益驱动机制极大地

提高了生产率，但也伴生分配公正的难题。分配公正的伦理根据和伦理意义展现为两方面。一是

财富的普遍性，分配公正本质上是财富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伦理合法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

经济学家还是伦理学家、法学家都承认，财富分配是一个伦理问题。二是财富与人格的关系问题，

根据黑格尔的理论，所有权是人格确立的外部形态，占有财物是人格及其自由的基本条件，这也

是马克思号召 “无产者”革命的伦理根据。改革开放的过程，相当程度上是财富的经济学逻辑与

伦理学逻辑之间的辩证互动，即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价值平衡过程。分配公正的伦理原则如此重要，

乃至孔子在轴心时代就发出预警：“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这一命题饱受误读，根源

就在于只以经济学的效率逻辑解读，其实作为一个法哲学和伦理学命题，它道出了中华文明和中

国文化的 “初心”。正因为如此，关于分配公正的伦理精神共识应当是改革开放 40 年最重要的文

化共识之一。 

１．社会公平状况的伦理认同 

社会公平、分配公正、善恶因果律，是三个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与公正相关的问题域。

社会公平比较综合，客观中渗透着主观，认知依赖于整体感受；分配公正集中于经济领域和伦理

领域，感受比较直接；而善恶因果律或道德与幸福的一致则既是社会现实，也是文化信念。三者

从社会、经济、文化的不同领域体现一种文明的公正状况。我们的调查发现，社会大众对当今中

国的社会公正和分配公正的伦理认同在基本一致中又有明显差异。 

当今中国社会的公平状况到底如何？2017 年的全国调查呈现出社会大众的认知与判断。调查发现，

社会大众的主流认知是 “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的模糊判断，占３８．０％。主流的模

糊判断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公平问题并未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为突显的问题，否则在大众认

知中不会 “说不上”；其二，大众对公平问题缺乏足够的伦理敏感性。但另外两个信息可以帮助

对这两个原因进行辨析。选“比较不公平”和 “完全不公平”的总和为３５．２％，“比较公平”

和 “非常公平”的总和为２６．８％， “不公平”比 “公平”的判断高出近 ９个百分点，因

而 “不公”依然是 “中国问题”。 

问题在于，既然总体判断是 “不公平”，为何它在问题意识中的地位会发生变化？2017 年调

查的另一个数据可以提供部分解释。 “和前几年相比，你认为目前我国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

化的现象发生何种变化？”５３．０％的受访者认为 “没有什么变化”，这是主流，它与 “说不

上公平也不能说不公平”的模糊判断相同。模糊不仅意味着难判断，也意味着中立，但在中立判

断之外，占主导地位的是 “有较大改善”的认知，占３３．５％。只有 １３．５％的受访者认

为 “更加恶化”。由此可以推断，导致 “分配不公”在社会大众的问题意识中序位变化的重要原

因之一，是它得到“较大改善”。如果结合关于道德和幸福 “能够一致”的 （占６７．９％）文

化认同指数和文化信心指数，那么问题意识的这种位移就更可能解释。 

２．分配不公的伦理承受力 



2017 年的调查也表明，分配不公可能产生甚至已经产生严重社会后果。影响人际关系紧张的

最重要因素是什么？在诸多选项中，“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占 ３３．０％）居首

位，其后两位分别是： “社会资源缺乏，引发恶性竞争” （占２９．６％），人与人、人与社会

之间缺乏信任 （占２８．４％）。但是，第一共识中已经显示，社会大众对人际关系具有较高的

满意度，因而分配不公并没有成为最大伦理忧患，另一个调查数据可以为分配不公在当今中国社

会大众的问题意识中的地位变化提供诠释。 “你认为目前我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否可以

接受？”2013年和 2017年的调查数据有明显差异。 

表 9 收入差距的大众接受度                    （ 单位：%） 

 合理，可以接受 不合理，但可以

接受 

不合理，不能接

受 

说不清 

2013年全国调查 13.9 45.0 29.5 11.6 

2017年全国调查 17.3 60.3 22.3 未设选项 

 

由表９可见， “不合理”的判断是主流，但同样 “可以接受”的判断也是主流。但从 2013

年到 2017 年，认为 “合理，可以接受”的判断上升了近 ４个百分点，而“不合理，不能接受”

的判断下降了７个百分点。这也反证了上文关于贫富不均现象“有较大改善”的判断，同时也可

以假设，当今社会大众对收入差距的伦理承受力有所增强。 

以上诸多信息构成互补互释的信息链，呈现关于当今中国社会公平状况的两个基本共识：“不

公平，但可以接受”；“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现象得到 “较大改善”。正因为如此， “分配不公，

两极分化”并没有像 2007 年、2013 年的全国调查那样，成为大众集体理性中最担忧的两大问题

之一。当然，导致这一变化的更大原因，是中国社会在发展中遭遇了新课题和新难题，这就是生

态伦理和老龄化社会的家庭伦理问题。 

（四）干部道德与国家伦理认同 

１．干部道德是何种伦理问题？ 

腐败现象是改革开放遭遇的基本难题之一，但对这一问题的认知至今仍存在一个哲学盲区，

即只将其视为道德问题。其实，腐败之所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就在于它不只是个体或某个

群体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伦理问题，准确地说，是伦理—道德问题。腐败不仅因为部分

干部将公共权力当作个人利益的战利品而消解国家的伦理实体性，而且因为权力与财富的私通而

消解社会的伦理实体性，由于中国式腐败往往不仅一般意义上可能是家族式腐败，而且是出于家

庭利益的腐败，因而也消解家庭的伦理合法性。因此，在伦理型文化背景下，腐败所伤害的不是

一种伦理而是包括家庭、社会、国家在内的一切伦理，伤害的是伦理本身。正因为如此，关于干

部道德发展的大众共识，才成为改革开放 40年最重要的文化共识之一。 

干部道德因为权力公共性而具有特殊要求，并成为与国家伦理深刻关联的重大问题。“国家是

伦理理念的现实”。 
①
“个体发现在国家权力中他自己的根源和本质得到了表达、组织和证明。”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第２５３页。 



①
所以国家权力在精神哲学意义上是一种 “高贵意识”，其伦理本性是 “服务的英雄主义”。 

“高贵意识是一种服务的英雄主义 （ＨｅｒｏｉｓｍｕｓｄｅｓＤｉｅｎｓｔｅｓ）———它是

这样一种德行，它为普遍而牺牲个别存在，从而使普遍得到特定存在，———它是这样一种人格，

它放弃对它自己的占有和享受，它的行为和它的现实性都是为了现存权力 （Ｖｏｒｈａｎｄｅｎ

ｅＭａｃｈｔ）的利益。”
②
 国家权力 “服务”的伦理本性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尤为重要。

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公有制的核心是物质生活资料为全体人民所有，但在现实生活中所有

权和支配权往往分离，支配权或国家权力被作为人民代表的干部掌握，于是公有制的彻底贯彻需

要满足一个伦理条件，即掌握国家权力的干部必须为人民服务，由此毛泽东才提出 “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道德要求和伦理理想。在一定意义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服务的英雄主

义”，它是国家权力的伦理本质的中国表达。干部道德不仅是公务员群体的道德，由于他们是国家

权力的支配者，因而也是政治伦理、政府伦理和国家伦理。改革开放进程中，由于 “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多样性文化的冲击，干部作为一个群体面临前所未有的道德考验

和伦理挑战，以权力与财富私通为特征的腐败成为最具前沿意义的难题，它不仅影响社会大众对

干部而且由此影响对政府的伦理信任，最终影响国家作为伦理实体的公信力与合法性。调查显示，

改革开放 40 年来，治理腐败就是一场伦理保卫战，是一次保卫国家伦理的文化自觉，在此过程中

社会大众对干部道德发展和政府伦理信任已经形成许多重要共识，达到关于国家伦理实体的新的

文化自信。 

２．关于干部道德和政府伦理的三个文化共识 

三次调查已经揭示，腐败或 “腐败不能根治”一直是社会大众最担忧的问题，应该说这已经

不只是关于干部道德，而且是大众集体理性中最基本的共识。有待进一步推进的是，经过党的十

八大以来的强力反腐，这一难题的破解取得何种进展？社会大众的 “第一忧患”是否得到缓解并

形成一些新共识？2017年的全国调查显示，关于干部道德和政府伦理的三个共识正在形成。 

第一，腐败现象有较大改善，对干部的伦理信任度提高。“与前几年相比，你认为目前我国官

员腐败现象有什么变化？”６５．１％ 的受访者认为 “有较大改善 ”，１２．８％ 的受访者认

为 “有很大改善”，二者总和 ７７．９％，是绝对多数。１９．５％的受访者认为 “没有什么

变化”，２．３％ 的受访者认为 “更加恶化”。事实证明，惩治腐败有效提高了社会大众对干部

的伦理信任度。“与前几年相比，你对政府官员的伦理信任度有什么变化？”虽然近４７．７％的

受访者认为 “没有什么变化”，但 “信任度提高了”的选择占３８．８％，“更加不信任”的占

１３．６％，信任度已有很大提高。 

第二，对干部群体的伦理理解和伦理认同度提高。“你认为干部当官的目的是什么？”第一选

项就是 “为人民服务，为百姓做好事做实事”，选择率达 ４５．４％，加上“为国家与社会作贡

献”的 ２７．０％，肯定性、认同性判断是主流，占 ７２．４％。虽然认为 “为自己升官发

财 ”的也占 ３４．３％，但在 2007 年的调查中，第一选项就是“为自己升官发财”。它表明社

会大众对整个干部群体在理解与和解中走向认同。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第４９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第５２页。 



第三，伦理形象复杂多样，干部道德出现新问题。虽然在干部道德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真

正解决问题还任重道远。“在生活中或媒体上看到政府官员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2017 年调

查表明，社会大众对于干部形象的 “伦理联想”或 “伦理直觉”非常复杂，排序依次是：官僚、

有权有势的人、公仆、有本事的人、决定命运的人、贪官、惹不起躲得起的人、遇到大事可以信

任的人。虽有１９．３％的受访者认同为 “公仆，为老百姓谋福利”，２．９％的受访者认为干

部是 “遇到大事可以信任的人”，但其他都比较复杂，甚至负面。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强力反腐，目前干部道德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你认为

当今干部道德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2013 年和 2017 年两次调查共识度较高，问卷所列的八

大问题中，一般变化都只是相邻两大问题调换次序：“贪污受贿”与 “以权谋私”在第一、二位

中互换位置； “生活作风腐败”和 “政绩工程，折腾百姓”在第三、四位中互换位置；“铺张浪

费”和 “拉帮结派”在第七、八位中互换位置。变化最大的只有一个，即 “平庸，不作为”，它

从第五位上升到第三位；位序唯一没变的，是 “官僚主义”在两次调查中都处于第六位，这说明 

“平庸，不作为”已经成为官员道德的新问题。 

（五）伦理精神形态的共识 

以上关于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的文化共识，根本上是一种伦理精神共识，这些共

识依次聚焦于三大伦理问题：家庭伦理能力，分配公正，干部道德。共识生成的文化轨迹是由道

德走向伦理，要义是秉承 “伦理优先”的中国精神哲学传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以道德发展捍卫

伦理实体。但是，“伦理优先”已经在改革开放的激荡中具有现代形态，其集中表现是在大众认知

乃至理论体系中由伦理认同的德性优先向伦理反思的公正优先的哲学转换。调查表明，中国社会

大众已经形成新的伦理精神共识。 

表 10 个体德性优先与社会公正优先的不同选择        （ 单位：%） 

 个体德性最重要 二者统一，矛盾时 先

追求个体德性 

社会公正最重要 二者统一，矛盾时

先追求社会公正 

2007年全国调查 30.0 17.9 30.5 19.6 

2017年全国调查 18.0 28.0 31.0 23.0 

 

个体德性与社会公正相互关系的精神哲学实质是道德优先还是伦理优先，就伦理实体而言，

是伦理认同优先还是伦理反思优先。“你认为个体德性与社会公正哪个更重要？”以上相隔 10 年

的两次调查信息基本相同，认为 “个体德性最重要或二者矛盾时个体德性优先”的选择率分别为：

４７．９％、４６．０％，认为 “社会公正最重要或二者矛盾时社会公正优先”的选择率分别为：

５０．１％、５４．０％，这 10 年差异率为２％—４％，总的趋向是主张伦理与道德应当统一，

伦理道德一体，但社会公正的诉求高于个体德性而处于优先地位。但进一步比较便会发现，对社

会公正的诉求不断增强，伦理之于道德的优先地位日益突显。2007 年个体德性优先与社会公正优

先之间的差异率只有２．２％，但 2017 年的差异率已达到８％。这说明，当今中国社会大众在守

望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传统的过程中，已经不只是传统的伦理认同优先，也不只



是近现代启蒙中的伦理批判优先，而是道德与伦理、德性与公正辩证互动中的伦理优先。伦理学

界持续多年的关于德性论与公正论之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伦理精神形态转换的理论体现。中国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传统和精神哲学形态没有变，但面对新的时代课题，问题式和哲学范式发生

了部分质变，已经具有新的形态。 

结语：伦理型文化的共识 

综上，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洗礼，中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发展已经形成三大文化共识，其

要义一言概之：伦理型文化的共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型特质已经被黑格尔、梁漱溟，以及当

代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等所揭示和论证，伦理型文化的共识并不是宣示某种文化保守主义，

而是表明中国社会大众依然守望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家园，伦理道德在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

中依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文化地位，这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伦理道德发展的 “变”中之 “不变”。

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伦理型文化认同与回归的共识；“新五伦”— “新五常”是伦

理道德现代转型的共识；伦理道德的集体理性与伦理精神共识是伦理道德发展的共识。文化认同

与文化回归———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形成中国

社会大众关于伦理道德 “认同—转型—发展”的文化共识的精神谱系。其中，“伦理型文化”的

传统是共识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内核，伦理型文化的认同与回归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共识。 

由此，可以得出三个具有哲学意义的结论。第一，现代中国文化依然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中

国社会大众以对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一如既往地守望着伦理型文化的独特气派；第二，

伦理型文化的现代中国形态已经生成，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依然是伦理—道德一体、

伦理优先，“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的转型轨迹、德性与公正辩证互动中公正优先的

新的伦理精神共识，这表明，无论是 “伦理—道德一体”还是 “伦理优先”，都已经具有体现新

的时代精神的哲学形态；第三，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必须遵循伦理型文化的精神哲学规律，坚持伦

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当然，这些共识还有待进一步推进，从自发走向自觉，从社会心态走向

社会行动，在全球化背景下由文化共识走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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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search Paradigms for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o Dianshun·4· 

The German Ideology is the classic accou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but being stuck on this 

judgment may obscur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taged logical structure in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and presents three research 

paradigms.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its  first  stage  takes  on  the  pattern  of 

philosophical criticism，theoretically seeking to find out the general law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second stage adopts the style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which reveals wh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n regard its service in social 

practice as its theoretical vitality.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third stage follows 

the example of anthropological studies，fulfilling its theoretical mission in the world history by showing 

how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hould be. The theoretical visions revealed by the dimensions of anthropologic 

research，which  were developed by  Mar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ism，further enriched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the“ two great discoveries.” The future-oriented theoretical mission of the third 

research paradigm should be continued by later Marxists after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become 

mature，that is，the 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hould not be a research that has been thoroughly 

done once it is discovered，it is instead a dynamic research based on philosophical essence. 

(2) A Cultural Consensus on Ethical and Moral Development among the Masses in Chinese Society-

A Sustained Survey Data Based on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Fan Hao·24· 

The data flows and information chains furnished by three rounds of nationwide surveys and four of 

surveys in Jiangsu span the ten years from 2007 to 2017.Their analysi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hilosophy of mind indicates that the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ve produced a  cultural 

consensus on ethical and moral development among  the  masses  in  Chinese  society. The  essence  of  it  

can  be encapsulated as an ethical cultural consensus. At the heart of this consensus is the consensus on the 

modern form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philosophy of mind，which views the ethical and the moral as 

indivisible and gives primacy to ethics. This cultural consensus is manifest in three  dimensions. The first  

involve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self-confidence  with  regard  to  ethics  and  morality: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with  and expectations for a  return  to  ethical and moral tradition; cultural upholding with 

regard to ethical and moral primacy;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in ethical and moral development .These 

present the consensus on ethical culture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radition，present realities and the 

future. The second dimension is the cultural consensus o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ethics and morality 

in the form of the“ new five bonds" and the“ new five constant virtues.” The term“ new five bonds" refers 

to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husband and wife，brother and sister，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tate，and the“ new five constant virtues" are love，integrity，

responsibility，justice， and tolerance. Both show a transformative trajectory seen in“ in ethics，hold fast 



to tradition; in  morality，march  toward  modernity.” The  third  dimension  is  the collective rationality of 

ethical entities and the consensus on an ethical spirit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of adherence to familial 

ethics has seen a shift in cultural consensus from  moral  quality  to  ethical  capacity: 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with society's ethical entitie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cadre's morality 

with state ethical entities .The cultural consensus on the three ethical entities  of  family-society-state  

reflects  the  spiritual  lineage  of“ identity-transformation-development" in China's ethical culture. 

(3 )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Western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Guo Taihui·45· 

The social sci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three methodological traditions that 

took shape in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in the 19th century-Comte's positivism，Marx's  materialist  

dialectics，and  Weber's  hermeneutics-all aimed at understanding and solving the problem of modernity, 

and have all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s. The three traditions were based 

on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cepts and appeared in three different relational forms as they showed the way to 

combining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Comte's positivist tradition of “ making history a 

social science" regarded history a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monstrative materi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while Weber's hermeneutic tradition of“ historicizing the social sciences” understanding took history as 

the“ substance”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historical  individuals  and  their  actions. Marx's science  as a way 

of  history，”transcending the dispute between substance and application，started from the relations of 

material production to reveal the historical unity of nature and society. As positivism came to dominate the 

Western academic horizon and shifted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which lacked a historical sense，an 

ahistorical analysis of individual actions that sought precision and practicality became the standard for 

Western social sciences，completely abandon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ical tradi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Western social science，in the name of a 

"historical turn，” selectively combined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the three  methodological traditions，

but  their incorporation of history into the social sciences took a simplistic approach to history as material 

and method，and failed to escape the stereotypes of positivism. In the face of the global spread of 

terrorism and economic crise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end of history" has become an outdated argument，

and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are encountering new challenges and changes .To  solve the major problems 

faced by the community of mankind and reconstruct the social sciences as a whole，we need to reiterate 

Marx's tradition of the "science of history，” denounce the a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positivist 

tradition，and 

 

 

 


